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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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规

模的迅猛增长，“中国污染转移论”也被大肆渲染。为了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一带一路”地

区绿色发展的关系，文章基于DDF-GML指数系统测算了沿线56个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这

种促进作用将随着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逐渐减弱；同时，其他国家的整体投资则显著抑

制了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存在经济规模和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经济规模较大或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通过引进中国

OFDI，将更有利于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之，则作用效果并不明显。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树

立中国负责任投资大国的形象，而且正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动机的质疑，为绿色“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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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中提出，“‘一带一路’发展要从总体布局的‘大写意’转向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而‘工

笔画 ’时代的 ‘一带一路 ’建设，绿色是最好的颜料、最鲜明的底色，通过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必将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见，“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

之路，也是绿色增长之路，而绿色投资更是推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事实上，

中国作为沿线国家最大的FDI来源国之一，近年来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态势明显。据商

务部统计，2003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仅为13.17亿美元，占同期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比重的3.96%；而2017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已高达

1 543.98亿美元，增长了117倍，同期占比也上升了8.53%。一方面，中国OFDI并不局限于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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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动，而主要是资源要素的整合，内含技术、管理与制度，通过产业转移等方式在沿线国

家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同时，沿线各国在不断获取中国物质资本的过程中，也能有效

学习、消化与吸收其中的先进技术，积累人力资本，优化产业结构（贾妮莎和雷宏振，2019），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也可能引发污染转移，发达国家较高

的环境使用成本常常迫使国内污染密集型企业大规模流向环境质量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谋求中国OFDI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焦虑”于中国迅猛

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媒体和学者更趁

机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环境威胁论”，荒谬地指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攫取沿线国家的能

源与燃料，还将国内“肮脏产业”加以转移，直接加剧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那么，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迅猛增长的OFDI是否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绿色发展？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视

角，详细讨论了东道国实际利用外资对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可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FDI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王兵等（2010）基于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面

板数据，发现FDI有利于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李敏杰和王健（2019）利用2003−2015年中国省

际面板数据，并采用SYS-GMM两步法，同样得出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正相关的结论。

第二，FDI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范丹（2015）通过测度中国2001−2012年工业行业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发现FDI阻碍了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李斌等（2016）选取

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认为FDI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无法改善绿色技术

效 率 。 第 三 ， FDI对 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作 用 效 果 并 不 明 显 。 陈 超 凡 （ 2016） 通 过 测 算

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出FDI尚未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而王恕立等（2016）将研究对象转向中国服务业，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并

不局限于“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需要从国际投资来源国的母国责任视角出发，详细考察

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既有文献对国际投资来源

国的母国责任却鲜有关注，少数从母国责任视角切入的研究仅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二氧化碳

排放量，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刘乃全和戴晋，2017）。然而，绿色发展

并不局限于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其强调的是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增长，是以效率、和谐、持续

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中国OFDI在作用于东道国环境的同时，也必然通过技术外溢渠道影响东

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如果不能将资源和环境约束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综

合 考 虑 中 国 OFDI与 “ 一 带 一 路 ” 国 家 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之 间 的 关 系 ， 则 无 法 准 确 判 断 中 国

OFDI是否有效促进了沿线东道国的绿色增长，并可能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评价失真，

最终造成相关决策偏离正常轨道。此外，“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沿线各国经济总体规

模、基础设施质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差异，而上述因素的差别可能影响东道国内化中国先进

技术的能力，进而导致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而已有文献对

此的研究还较为匮乏。纵观“一带一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有文献，大多从贸易开放（齐绍

洲和徐佳，2018）、科研创新（葛鹏飞等，2017）、金融发展（葛鹏飞等，2018）与城市化（武宵旭和

葛鹏飞；2019）等方面展开，尚未有学者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但是，国际直接投资作

为技术转移、外溢和扩散的重要渠道，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后发劣势、提高绿色生产效率方

面的贡献愈发突出。尤其是，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

OFDI在沿线国家绿色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将不言而喻。鉴于此，本文在采用 DDF-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Penn World Table 9.0和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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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的相关数据，研究中国OFDI与东道国绿色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结

果发现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经济规模较大或人力资

本丰裕
①

的东道国，通过引进中国OFDI，将更有利于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

究不仅有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投资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打消沿线国家的“焦虑”情绪，正面

回应国际社会的种种质疑，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母国责任视角出发，首次系统考察

了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第二，考虑到沿线东道国发展阶

段的差异，本文采用Hansen非线性门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

对称效应，并且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与说明；第三，由于中国OFDI与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

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故我们寻找了一个新的工具变量−投资合作信任度，为后续相关

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一个系统的总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真实投入量之比，是衡量经济增

长质量的关键变量，但由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忽略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投入与碳排放，故无法

科学测度低碳约束下的真实经济绩效（黄秀路等，2017）。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传统全要素

生产率基础上，考虑非期望产出，并将资源和环境约束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度

量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孙传旺等，2010）。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离不开技术发展，一国技术

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同时需要学习、消化与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国际投资

正是不同经济体之间技术传导与扩散的主要渠道之一。

（一）国际投资与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分析

国际投资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引发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研究结论仍莫衷一是，

原因在于，国际投资既是技术传播的重要桥梁，又是污染转移的常见方式。因此，国际投资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方向与大小将取决于正、负外部性的大小。

从正面影响效应来看，国际投资可以通过转移绿色生产技术、构建绿色监管模式、转变产

品消费理念，促进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首先，跨国企业敲开东道国大门，同时可以

将前沿的生产技术、标准的生产流程与科学的管理制度传递到东道国，对当地企业形成示范作

用。而当地企业通过长期接触跨国企业，可以有效学习、模仿与吸收跨国企业先进的生产模式

与管理经验，提高生产工艺，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实现价值链的攀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李斌等，2016）。更重要的是，示范效应将逐渐转化为竞争效应，技术模仿将逐渐转化为技术

革新，跨国企业的涌入也将激发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加快东道国的绿色经

济发展。其次，跨国企业拥有更加先进的环境治理技术和更加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在跨国投

资活动中，通过行业内的示范效应和行业间上下游产业链的关联效应可以有效促进内资企业

污染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Poelhekke，2015）。最后，国际投资可以增

加东道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

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居民更加倾向于低碳消费模式，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而绿色消

费需求将推动绿色产品供给和绿色产业发展，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从负面影响效应来看，国际投资通过拥堵效应、挤出效应与集聚效应等方式阻碍东道国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跨国投资扩大了东道国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但同样也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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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在东道国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持续流入的跨国投资将

引发拥堵效应，增加东道国的环境压力，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刘玉博和吴万宗，2017）。其

次，跨国企业通过技术扩散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但同时挤占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压缩

了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持续流入的跨国投资将引发挤出效应，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降

低内资企业的经营利润，最终导致内资企业创新动力下降，创新投入不足，甚至形成对外资企

业的技术依赖，长期来看，并不利于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石大千和杨咏文，2018）。

最后，国际投资在推动东道国产业集聚、享受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将出现集聚的负面效应。在

产业集聚的初期，企业为了共同市场而在某一地区聚集，相关节能减排设施尚处于建设阶段，

环境治理能力跟不上产业规模扩张的需求，产业集聚并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

如果集聚产业以“非清洁型”为主，可能进一步增加原材料与能源的消耗，形成粗放型增长模式。

可见，国际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且作用机制比较复杂，存在不确

定性。然而，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低碳、循环与

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努力将生态文明全面融入投资合作，形成生态环保与投资增长相辅相成的

良好绿色发展格局。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签署，

加快绿色“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建设，如扩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打造“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平台等。同时，为了加强绿色产业合作，推动绿

色技术传导，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了一批绿色技术交流与转移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

地和科技园区，实现了“一带一路”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沿线各国绿色技术发展。另一

方面，中国政府不断完善绿色投资政策与指导原则，引导海外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推

动“一带一路”投资的可持续性增长。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

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国生态环境部印发的《“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

合作规划》以及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均明确指出，中国海

外投资企业应当根据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要求，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计划，

建设和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开展污染防治工作。同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东道国使用绿色先

进技术生产，推进绿色技术扩散，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真正实现绿色投资驱

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主体也集中于资质良

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绿色发展的成功经

验（刘乃全和戴晋，2017）。譬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合资企业多次获得社会责任总统金奖、

可持续发展企业奖和最佳企业奖等。整体来看，在政府绿色投资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中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投资项目为环境友好型项目，且对沿线多数东道国实施了绿色技术

的转移与援助，有效促进了沿线国家清洁型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步淘汰了低附加值、高污染与

高能耗行业，对沿线国家产生了正面的“污染光环”效应。我们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二）国际投资与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分析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沿线各国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时，还应着重考虑东道国异质性下的非对称效应。因此，我们在东道

国异质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实际投资状况，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1. 经济规模门槛效应

技术进步是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所在，而国际投资正是不同经济体间技术

传导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技术传导是双向互动的过程，需要母国跨国企业将先进技术转移

和扩散，同时需要东道国本土企业对先进技术消化和吸收。但一般而言，东道国企业内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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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能力与本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齐绍洲和徐佳，2018）。在东道国经济规模处于较低阶段

时，政府主要将资金投入生产部门，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当东道国经济规模达到一定

阶段时，政府才会投入更多资金开展研发和创新活动，企业才会形成较强的竞争承受能力和消

化吸收能力。何洁（2000）使用1993−1997年中国省际工业部门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经济发展需

要跨越某一阀值后，国际投资才对工业部门发挥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郭庆然（2013）利

用200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

征。何兴强等（2014）则通过测算2003−2007年中国30个省区内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

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FDI技术外溢存在双门槛效应。可见，如果“一带一路”沿线某些国家经济

规模较小，与中国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则通过国际投资渠道溢出的技术水平差距也会较大，上

述东道国很难有效吸收中国OFDI外溢的先进技术；相反，当沿线某些国家经济规模达到一定

阶段，本土企业具备内化外来先进技术的基本条件，则通过中国跨国企业的技术传导将更有利

于促进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经济规模的门槛效应。

2. 基础设施门槛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国际投资的前提条件，更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效方式。完善的

基础设施可以节约产品和服务的运输时间，降低调整成本（王永进等，2010），提高信息获取效

率，加快绿色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实现东道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互联互通，引发更大范围的技术传导与产业合作（崔岩和于津平，2017），扩大绿色技术的覆盖

空间，延伸绿色产业链，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促进东道国的可持续增长。此外，一个地区的基础

设施质量是该地区技术内化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陈海波和陈赤平，2018）。完善的基础设施网

络可以将跨国企业生产环节的各个阶段联系在一起，减少技术传递过程中的外界干扰，优化资

源配置，加强国际投资技术溢出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谢建国和吴国锋（2014）使用1992−
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仅当基础设施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值”后，FDI才会发挥显著的

正向技术溢出作用。而陈海波和陈赤平（2018）利用2006−2013年中国224个城市构建面板门槛

模型，实证发现交通运输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可见，如果“一带一路”
沿线某些国家基础设施质量较低，则通过国际投资渠道实现绿色技术传导的成本较高、时间较

长、效果较差，上述东道国很难真正内化中国OFDI外溢的先进技术；相反，当沿线某些国家的

基础设施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不仅可以加速知识扩散，而且可以加强产业融合，则东道国通

过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其技术示范效应，将更有利于促进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我们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基础设施的门槛效应。

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一国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与其绿色发展密切相关。人力资本由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

术、能力和健康素质构成，体现了劳动者质量。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对接国际高端产业的前

提条件，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有效满足跨国投资活动的各项技术需求，并为引进更前沿的生产

技术和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奠定基础（协天紫光和李江龙；2019）。此外，人力资本积累是东道国

实现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高素质的劳动者在走向生产部门后，学习成本更低，学

习时间更短，改进和创造新事物、新方法的能力更强，通过单纯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克服

后发劣势，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绿色生产效率。Girma（2010）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东道国人

力资本积累需要跨越某一特定值后，FDI才能显著发挥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赵国庆和张中元

（2010）选取中国28个制造行业1999−2008年的相关数据，同样发现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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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而黄繁华和王晶晶（2014）则通过测算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认

为人力资本积累显著推动了服务业FDI的技术扩散。可见，如果“一带一路”沿线某些国家人力

资本匮乏，则很难满足中国绿色投资的各项技术要求，也无法有效内化外来先进技术，而随着

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中国OFDI促进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果将愈发明

显。但是，当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国内掌握了领先的绿色生产方式和科学的污

染治理手段，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绿色技术溢出作用将逐渐减弱，甚至可能出现东道国对中

国的逆向技术回流。此时，中国OFDI促进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果将不再明显。

我们据此提出假设4：

假设4：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中国OFDI是否提高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LnGT FPit = α0+β1LnOFDIit + θiXit +µi+γt +εit (1)

θi

其中， i和 t分别代表国家和年份；LnGTFP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每个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LnOFDIi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水平。β1为LnOFDIit的待

估系数，若β1显著且大于0，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若β1显著且小于0，则与之相反。Xit为控制变量， 为相应的系数，μi和γt分别为个体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nGTFP）。既有文献通常采用SFA或DEA测度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相对而言，DEA的优势在于：无需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且允许在多种投入变量中纳

入非期望变量。故本文在DEA框架下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DDF），并结合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进行测算。

借鉴前人经验，分别选取资本存量与劳动力实际总工时数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代理

变 量 ； 并 分 别 使 用 各 国 实 际 GDP和 CO2排 放 量 衡 量 期 望 产 出 与 非 期 望 产 出 。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CO2排放量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而其余相关数据均来自Penn World Table 9.0。

同时，对于在测算过程中是否加入能源投入存在一定的争议。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能源投入

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与物质基础，与劳动力、资本共同对经济增长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将能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在增加值核

算过程中已经剔除了中间消耗的部分，作为中间投入品的能源投入在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时无须被纳入测算模型。考虑到本文采用实际GDP作为期望产出指标，因此使用不包含能源投

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进行基准分析。另外，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还对包含能

源投入的测算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本文系统测算了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56个

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①

，并借鉴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的做法，以2002年为基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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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阿尔巴尼亚、阿联酋、阿曼、阿塞拜疆、埃及、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巴林、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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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



累乘，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转化为累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后续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
①

。

2. 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存量数据和

流量数据，但由于中国的反向投资行为，使得流量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负数，无法进行对数化

处理。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研究，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2003−2014年）。此外，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以2011年为基年，将名义数据进行平

减，计算出实际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②

。

3. 门 槛 变 量 。 （1） 地 理 距 离 修 正 的 经 济 规 模 （GDPDIS） 。 现 有 文 献 主 要 使 用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然而，在国际投资视角下，东道国经济总量对母国投资产生引力

的同时，双边地理距离也会对母国投资产生斥力。因此，通过地理距离修正沿线国家经济总

量 ， 可 以 更 准 确 地 评 估 中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过 程 中 东 道 国 的 真 实 经 济 规 模 。 具 体 参 考Pierre-
Guillaume Méon等（2010）的研究，使用东道国GDP与该东道国首都和北京间地理距离的比值来

度量，其中，东道国GDP数据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9.0，且以2011年为基年进行了平减，而双

边首都距离数据则来源于CEPII数据库。（2）基础设施（LnRail）。借鉴Francois和Manchin（2013）的

研究，选用铁路总里程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衡量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

展指标数据库（WDI）。（3）人力资本（HC）。借鉴齐绍洲和徐佳（2018）的研究，采用基于受教育

年限和回报率计算的人力资本指数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9.0。

4. 控制变量。（1）FDI占东道国GDP的比重（FDI）。使用东道国吸引的非中国直接投资占本

国GDP的比例来表示。（2）政府干预度（Gov）。采用东道国政府一般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3）产业结构（Str）。使用东道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来度量。（4）贸易开放度。分别采用

东道国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Import）与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Export）来表示。数据均来源

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变量统计描述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数 LnGTFP 672 0.046 4 0.210 1 −0.567 9 0.846 1

核心解释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数 LnOFDI 637 8.117 3 2.775 8 0.000 0 14.540 2

门槛变量

地理距离修正的经济规模 GDPDIS 672 86.581 4 198.690 4 2.047 9 1 893.834 6

铁路总里程占国土面积的比重 Rail 450 0.026 6 0.025 9 0.001 2 0.121 3

人力资本指数 HC 564 2.714 5 0.559 9 1.238 0 3.713 9

控制变量

FDI占GDP的比重 FDI 631 5.508 2 10.457 2 −43.457 9 198.085 5

政府一般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Gov 656 15.087 9 4.803 3 3.460 3 26.026 8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Str 616 52.820 5 12.786 8 5.230 0 83.230 0

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Export 643 49.174 7 30.835 3 0.100 0 231.190 0
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Import 655 51.305 9 27.165 8 0.060 0 210.410 0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中国OFDI是否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在正式回归之前，针对可能存在的伪回归现象和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选择问题作如下分析：第

一，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考察，发现其均小于5，表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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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实证分析中采用2003−2014年数据，原因在于2003年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起始年份，而2014年为目前所有相

关数据均能获得的最新时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数据主要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9.0，而该数据库目前仅更新至2014年）。

②平减数据源于世界投资发展指数数据库中的美国“GDP Deflator”指标。



型整体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第二，由于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仅为12年，故无需对各变

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及模型的协整检验（刘乃全和戴晋，2017）；第三，考虑到传统固定效应模型

只关注了个体间差异，而没有对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残差相关关系予以分析，进而使得估计

结果具有较大偏误，且该估计偏误在时间效应的影响下会不断增大。因此，为了消除模型估计

偏误，采用兼具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LSDV法估计中国

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状况。

如表2所示，第（1）列和第（2）列是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

引中国投资（中国OFDI）与非中国投资（非中国FDI）分别对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

表2可以发现，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中国OFDI对东道国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促

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而东道国吸引的非中国投资则对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负

向阻碍作用，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第（3）列和第（4）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控制变量后，中国OFDI对提升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

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吸引的非中国投资则显著抑制了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5）

列是同时引入中国投资和非中国投资的结果。其中，LnOFD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验证了

本文的假设1。事实上，《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明确指

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交通运输和能源行业，多数投资

项目为环境友好型项目，而对碳化物、氮化物排放量较大的行业则少有涉及。此外，中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主体也集中于资质良好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环保意识较强，治污

技术、治污设备也比较先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加剧东道国环境污染（刘乃全和戴晋，

2017）。相反，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通过国际投资渠道推动沿线国家的技术变革与创新。早期，中

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主要集中于资金的转移支付，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原，

2018）。近年来，中国更加强调以投资推动先进技术传导，驱动东道国产业转型与升级（贾妮莎

和雷宏振，2019），促进东道国高附加值、低污染与低能耗行业的发展，提高东道国在全球价值

链中所处的地位，实现东道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见，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OFDI是

“绿色技术援助”而非“污染产业转移”。FD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其他国家的国际投资对

“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这也表明相较中国而言，其他

表 2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LnOFDI 0.0080(1.187) 0.0115*(1.735) 0.0116*(1.731)

FDI −0.0008**（−2.151) −0.0007*（−1.914) −0.0006*（−1.715)

Gov −0.0073**（−2.531) −0.0115***（−4.018) −0.0071**（−2.253)

Str 0.0039***(3.664) 0.0037***(3.503) 0.0036***(3.433)

Export 0.0016**(2.253) 0.0012(1.556) 0.0014*(1.781)

Import −0.0019**（−2.215) −0.0014（−1.425) −0.0014（−1.420)

常数项 −0.1858***（−4.617) −0.1497***（−4.781) −0.2435***（−3.390) −0.1733**（−2.584) −0.2548***（−3.401)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829 0.824 0.859 0.844 0.860
观测值 637 631 562 578 545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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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质量较低。更重要的是，这一对比分析也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动机的质疑，打消了沿线国家的“焦虑”情绪，为深入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保障。其余控制变量的信息表明，东道国政府干预、进口率增加不利于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服务业比重上升、出口率增加则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二）面板分位数回归：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化背景下，中国OFDI如何影

响“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考察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

而，“一带一路”地区国家众多，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异较大。据测

算，新加坡绿色生产效率已超越部分欧美发达国家，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

坦等中亚内陆国家受开放度低、技术落后和产业单一等因素的制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未达

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在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化背景下，中国OFDI将如何影响“一

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此外，传统的线性回归仅能反映两者之间的平均效应，

无法反映模型变量之间关系的全貌（周少甫等，2013）。同时，均值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还容易

受极端值的影响。因此，我们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分位点下中国OFDI与

“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力图使本文的研究更为深入与全面。

如表3所示，LnOFDI的系数在10%至60%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但在70%及更高分位点上并不

显著。这意味着随着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将不再明显。其中

可能的原因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自主创新与研发能力较强，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

体 ， 在 该 区 域 OFDI的 绿 色 技 术 溢 出 效 应 较 弱 ， 甚 至 可 能 存 在 逆 向 技 术 回 流 ， 由 此 导 致 中 国

OFDI对该区域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较弱的影响。换言之，当前“一带一路”地区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排序后3/5的国家，通过吸引中国OFDI，学习与内化我国先进的技术，将对本

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较强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排序前2/5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显著促进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此外，FDI在各个分位点的估

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仅在10%和20%分位点上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最低的1/5国家，通过吸引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将对本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一

表 3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面板分位数回归

变量 Q=0.1(1) Q=0.2(2) Q=0.3(3) Q=0.4(4) Q=0.5(5) Q=0.6(6) Q=0.7(7) Q=0.8(8) Q=0.9(9)

LnOFDI 0.017 4** 0.015 2*** 0.013 7*** 0.011 7*** 0.009 9*** 0.008 7** 0.007 3a 0.006 0 0.004 4
(2.378) (2.680) (2.891) (2.997) (2.615) (2.114) (1.522) (1.061) (0.650)

FDI 0.000 4 0.000 1 −0.000 1 −0.000 3 −0.000 6 −0.000 7 −0.000 9a −0.001 1a −0.001 3a

(0.419) (0.145) （−0.148) （−0.713) （−1.212) （−1.426) （−1.526) （−1.541) （−1.516)

Gov −0.016 3* −0.014 2** −0.012 8** −0.010 8** −0.009 1* −0.007 9 −0.006 5 −0.005 2 −0.003 7
（−1.802) （−2.021) （−2.175) （−2.244) （−1.940) （−1.554) （−1.104) （−0.756) （−0.448)

Str 0.005 2* 0.004 4* 0.004 0** 0.003 3** 0.002 7* 0.002 4 0.001 9 0.001 5 0.001 0
(1.652) (1.838) (1.966) (2.004) (1.707) (1.347) (0.934) (0.618) (0.340)

Export 0.002 4 0.002 0 0.001 8 0.001 4 0.001 1 0.000 9 0.000 7 0.000 5 0.000 2

(1.014) (1.106) (1.161) (1.145) (0.932) (0.701) (0.448) (0.259) (0.095)

Import −0.002 0 −0.001 6 −0.001 3 −0.000 9 −0.000 6 −0.000 4 −0.000 1 0.000 1 0.000 4

（−0.759) （−0.779) （−0.771) （−0.671) （−0.447) （−0.256) （−0.068) (0.064) (0.172)

观测值 545 545 545 545 545 545 545 545 545

　　注：***、**、*、a分别表示在1%、5%、10%、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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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而处于30%至90%分位点上的国家，不仅无法通过吸引其他国

家投资促进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甚至可能存在反向抑制效应。上述结论进一步证明，

相对中国而言，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较少关注东道国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诉

求，更偏好于将母国高污染产业向沿线东道国转移，而并不是实现母国绿色生产技术在沿线地

区的共享。

（三）面板门槛分析：东道国总体经济规模、基础设施质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异质化

背景下，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分析

1. 门槛效应模型。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本文发现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可能形成中

国OFDI对“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

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依据Hansen（2000）的研究，

以两区制的门槛回归模型为例，分别选取经济规模、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中

国OFDI与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面板门槛计量模型：
LnGT FPit = α0+β1LnOFDIit × I(Thr ⩽ ϕ)+β2LnOFDIit × I(Thr > ϕ)+ θiXit +µi+γt +εit (2)

ϕ其中，I（ ∙）为门槛指示函数，Thr为门槛变量， 为特定的门槛值，其余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此

处不再赘述。

2. 门槛效应检验。在进行面板门槛回归之前，需要对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以及门槛具体数量

进行检验。为此，根据Hansen提出的“自举法”，反复抽样300次后计算相应的P值和门槛值。结果

显示，分别以经济规模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中国OFDI对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仅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其门槛值分别为79.3500和1.6530。而以基础设施为门槛变量时，中

国OFDI对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未通过门槛检验（如表4所示）。鉴于此，下文将分

别以经济规模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同时，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我们也汇报了

基础设施的门槛回归结果。
 

表 4    门槛显著性检验及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假设检验 P值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经济规模 单一门槛 0.040 0 79.350 0 [70.574 8,79.505 6]

基础设施 单一门槛 0.470 0 0.006 8 [0.006 8,0.007 1]

人力资本 单一门槛 0.003 3 1.653 0 [1.615 4,1.678 7]
 

3. 门槛效应估计。如表5所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表示以经济规模、基础设

施、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

表5可以发现，以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时，当东道国距离修正的经济规模低于门槛值（79.3500）

时，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而当东道国距离修正

的经济规模跨过门槛值（79.3500）后，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果东道国经济规模较小，与中国差距较大，

则东道国学习与模仿先进技术的成本较高，消化与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较差，很难真正掌握并

使用中国OFDI外溢的绿色技术，从而也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当东道国经济规

模达到一定阶段时，政府可以在满足基本生产投入的前提下，加大基础研发投入，降低企业的

学习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此时，东道国则能够有效利用中国OFDI促进本国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当人力资本指数低于门槛值（1.6530）时，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

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当人力资本指数跨越门槛值（1.6530）后，系数为正，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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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这表明东道国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可以有效强化外来技术的学习、模仿与吸收能力，但当

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国内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技

术溢出作用将逐渐减弱，从而导致此时中国OFDI系数为正，却并不显著，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

文的假设4。

以基础设施为门槛变量时并未通过门槛检验，与本文的假设3相悖。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条件整体落后，基建质量差异不大。据统计，“一带一路”地区仅有9个

国家与中国实现了铁路联通，而一半以上经济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

平。此外，电力设施是民生基础，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在越南（小中河水

电站项目）、菲律宾（马里万斯电力项目）和印尼（中国华电玻雅电力项目）的案例研究中发现，

东南亚地区众多国家面临着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以菲律宾为例，棉兰老岛地区电力常常不能

满足居民和工业用电，需要阶段性停电，严重影响当地的投资和经济发展。可见，由于沿线国家

整体基建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且没有形成明显的基建质量分层现象，故“一带一路”地区基建质

量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中国OFDI对沿线各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换言之，中

国OFDI对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异质化影响并没有集中反映在各个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的差别上。相反，以基础设施为门槛变量时，中国OFDI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伴随着

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一带一路”国家整合信息资源的能力将不断提升，消化和吸收先进

技术的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在引进中国OFDI的过程中将显著促进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这也体现了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进一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价值所在。

（四）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确保基准结论的准确性，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主要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

采用面板矫正标准误回归（PCSE）进行重新估计。由于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时可能遇到组间异方

差和组内自相关等问题，从而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一致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采用面板矫

正标准误回归（PCSE）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第二，对被解释变量做替换处理。

将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要素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基准回归模型

表 5    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GDPDIS ≤ 79.350 0 −0.001 7（−0.286)

GDPDIS > 79.350 0 0.028 1***(4.588)

Rail ≤ 0.006 8 0.026 6***(3.284)

Rail > 0.006 8 0.016 0**(2.251)

HC ≤ 1.653 0 0.041 5***(5.621)
HC > 1.653 0 0.002 0(0.363)

FDI −0.002 6***（−2.999) −0.000 8（−0.585) −0.001 5*（−1.689)

Gov −0.008 7**（−2.252) −0.008 3（−1.001) 0.000 3(0.079)
Str 0.003 2**(2.557) 0.004 3(1.142) 0.005 3***(4.592)

Export 0.001 7**(2.179) −0.002 4（−1.367) 0.005 3***(6.550)

Import −0.000 1（−0.086) 0.004 0**(2.276) −0.005 8***（−6.352)

常数项 −0.168 9*（−1.748) −0.293 0（−1.059) −0.258 7***（−2.862)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295 0.386 0.409
观测值 384 192 348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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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6第（2）列所示。第三，对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做替换处理。采用方

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SML）生产率指数对东道国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在此基础上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
 

表 6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变量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处理

PCSE(1) FE(2) FE(3) IV_2SLS(4) IV_2SLS(5) IV_2SLS(6)

LnOFDI 0.0121*** 0.0053*** 0.0144*** 0.0226*** 0.0478*** 0.0395***

(2.805) (2.870) (2.981) (3.188) (3.627) (2.811)

FDI −0.0019*** −0.0001 −0.0011*** −0.0006* −0.0006* −0.0008*

（−2.895) （−0.257) （−2.679) （−1.725) （−1.660) （−1.933)

Gov −0.0036 −0.0040 −0.0070** −0.0061** −0.0030 −0.0032
（−1.288) （−1.601) （−2.202) （−2.049) （−0.901) （−0.902)

SEC 0.0034*** 0.0025*** 0.0054*** 0.0029*** 0.0025** 0.0035***

(4.160) (2.777) (4.502) (2.739) (2.351) (3.005)

Export 0.0021*** −0.0008 0.0016** 0.0017** 0.0020** 0.0012*

(2.648) （−1.195) (2.120) (2.465) (2.375) (1.660)

Import −0.0009 −0.0001 −0.0035*** −0.0021*** −0.0023** −0.0016**

（−1.201) （−0.138) （−4.492) （−2.762) （−2.521) （−2.046)

常数项 −0.2784*** −0.0368 −0.1596* −0.1737** −0.3725*** −0.3330***

（−4.678) （−0.531) （−1.775) （−1.969) （−3.070) （−2.72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851 0.040 0.266 0.133 0.133 0.056
观测值 384 545 545 496 448 545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第（1）列、第（4）−（6）列中括号内为z统计量，第（2）列和第（3）列括号
内为t统计量。
 

此外，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还存在内生性问题，

且这种内生性主要是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因此，本文通过选取工具变量（IV），使用二阶段最

小二乘法（2SLS）重新估计。需要说明的是，工具变量的选取依据如下：第一，借鉴已有文献的

方法，选取中国OFDI的一阶、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6第（4）列和第（5）列所示；

第二，选取一个新的工具变量，即中国与该东道国的投资合作信任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起步较晚，企业缺乏成熟的国际化经验，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面临比发达国家成熟企业更

大的风险，而这种不确定性也使得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顾虑重重。事实上，东道国通过

提高与中方投资合作信任度，协调相关利益诉求，可以有效促进中国OFDI存量的增加，即双方

投资合作信任度与中国对该国的OFDI存量正相关。另一方面，双方投资合作信任度对东道国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属于外生变量，符合工具变量选取的基本原则，结果如表6第（6）列所示
①

。

整体而言，在考虑了稳健性与内生性后，中国OFDI仍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其他控制变量，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显著性程度均与前文结果几乎一

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和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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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投资合作信任度难以直接测量，我们只能通过选取代理变量进行间接测度。具体而言，双边投资协定是国际上保护

双边投资的主要法治形式，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不仅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并且进一步提高签约国间的

投资信任度，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合作关系。因此，本文以我国与某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生效年份数衡量我国与该国的投资

合作信任度。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BIT数据库。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OFDI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更直接决定着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有效深入地推进，但现有文献研究十分不足。本文

在DEA框架下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结合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

指数对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系统的测度，并实证研究了

中国OFDI对异质化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

路”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将随着沿线东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 而 逐 渐 减 弱 。 在 进 一 步 考 虑 沿 线 国 家 发 展 阶 段 差 异 后 发 现 ， 经 济 规 模 较 大 或 人 力 资 本 丰

裕（可以有效内化中国先进的技术，且尚未形成对中国的逆向技术回流）的东道国，通过引进

中国OFDI，将更有利于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之，则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此外，东道

国基础设施质量的差别并没有造成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

响，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有助于“一带一路”地区内化中国先进的技术，并实现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

本文蕴含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对投资国别和产业进行差异化引导。由

于中国OFDI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绿色增长产生异质化影响，故中国政府需要制定差别化

的对外投资政策。一方面，针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东道国，应加大投资规模，将我国“优

势产能”与东道国“落后产能”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针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东道国，应优化投资结构，将我国投资的行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实现中国绿色技术的持续溢出，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第二，基于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平台与契机，强化与沿线国家的基

础设施合作，通过缩短空间距离、加快信息传递、加强资源整合等方式，有效驱动沿线国家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规模极大，而“一带一路”地区涵盖了

众多低收入国家，故中国政府需要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三大资金池为沿线欠发达经济体筹措资金，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的整体基础设施质量，推

进相关国家的绿色投资合作。尤其是，加快泛亚铁路公路、亚欧大陆桥与苏伊士运河等大型硬

件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第三，积极对外宣传和展示中国OFDI改善

“一带一路”环境污染的成功案例和先进成果，努力推进沿线区域环境监测平台的建设，通过信

息公开、数据公开与政策公开等方式，打消沿线国家的焦虑情绪，回应国际社会的种种质疑，

保障可持续性投资战略的顺利实施，使绿色真正成为“一带一路”最鲜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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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hina’s OFDI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Xietian Ziguang1,  Xue Fei2,  Ge Pengfei2
(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xi Xi’ an 71006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Shanxi Xi’ an 710127, China )

Summary:  FDI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and  a  common

method  for  pollution  transfer.  With  the  rapid  growth  in  investment  to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how China’s OFDI affects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untries in that region is

not only a common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directly determines whether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be  further  advanced.  In  this  paper,  the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considering undesired output is used under the DEA framework, and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56 countries in that region is measured by using the 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utilize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and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o  test  the  effect  of  China’s

OFDI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First,

China’s  OFDI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host

countries, while the overall investm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host countries. Second, by attracting China’s OFDI, absorbing

and assimilating China’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boost  to the growth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ountries which rank the last 60% in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ontrastively, for the top 40% countries,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has not promoted

local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Third,  China’s  OFDI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f

economic scale and human capital on region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ut the difference in

infrastructure  quality  has  not  caused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China’s  OFDI  on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untries. Even so,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ill indeed help to

strengthen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nd  this  also  reflects  the  valu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sum up,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ositively  responds  to  the  doubts  about  China’s  investment  motives,  and  dispels  the

“anxiety” of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establish the image

of a responsible investment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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